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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

為何沒能「擊中」「他者」：	
中國故事「破圈」「出海」的偏差與局限

王敏、王令瑤

摘要

中國媒體「走出去」戰略下，海外的中國形象並未及時更新。作為

「他者」、傳播仲介和跨文化群體，「在華外籍人士」對於中國故事「破

圈」「出海」具有重要意義。本文通過對來自「八大文明圈」的27名在華

外籍人士展開深度訪談，嘗試以「他者」視角檢視中國故事對外傳播的

偏差與局限。採用扎根理論對原始訪談資料進行分析後，本文發現：

其一，中國故事大眾傳播的失效及海外對華想像的刻板印象，致使中

國形象遭受媒介鏡像與殘缺現實的雙重遮蔽。其二，作為傳播仲介的

跨文化群體，在華外籍人士一方面傾向於認可文化經濟相關的、弱政

治屬性的「中國故事」，能基於事實認知對傳受偏差予以修正；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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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當新獲事實涉及立場判斷、政治認同或與其原有價值觀難以契合

時，他們則表現出緘默或抗拒的態度，這種衝突反應反而會加深其對

華刻板印象。

關鍵詞：中國故事、國際傳播、在華外籍人士、「他者」、扎根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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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Does China’s Story Fail to Touch “the Other”?  
The Devia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China’s Story 
in Terms of “Breaking Barriers” and “Going 
Global”

Min WANG, Lingyao WANG

Abstract

While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media has been on the rise in recent 

years, the external image of China has not been concurrently updated. This 

highlights the important role of foreigners in China as “the other” (i.e., the 

intermediaries of communication) and trans-cultural groups in breaking the 

barriers to promoting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a’s story.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27 foreigners in China from eight major civilizations,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the communication devia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China’s 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ther.” By analyzing original interview data 

through grounded theory, the study finds that first, because of the failure in 

mass communication of China’s story and the stereotypes prevalent in the 

overseas imagination of China, the image of China suffers from the obs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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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both the media mirror and the mutilated reality. Second, foreigners in China 

tend to discover and accept the cultural and economic story of a China with 

weak political attributes; they can, however, correct this communication 

deviation through a cognition of facts. However, when the newly acquired facts 

are entangled with their standpoint judgments and political identity or are 

incompatible with their original values, they show a tacit or resistant attitude, 

which deepens their stereotypes about China.

Keywords: story of Chin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foreigners in China, 

“the other,” grounde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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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隨著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的政治、經濟影響與日俱增，外部世界從

未像今天這般渴望了解一個「真實」的中國。然而，這一渴望卻未能消

弭他國對華形象的偏見與誤讀。早在2006年，「北京共識」的提出者約

書亞．庫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就指出，國家形象問題是「中

國當前最棘手的戰略難題」：「在過去的25年裡……中國的國家形象跟

不上諸多變遷的步伐。其他國家對中國的看法，還停留在以前那些陳

腐的觀念中，充斥著固執的偏見和恐懼。而中國對自己的看法，又往

往在自負與自卑之間不停搖擺，有時候充滿自信，有時候又缺乏起碼

的安全感」（雷默，2006：9）。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中國卻未能完全掌

握其「形象主權」，造成了「形象失語」。
2013年，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講好中國故事」的對外傳播戰略，

以應對國內外關切。諸如「一帶一路」、「命運共同體」等新概念，以生

動的表達向世界傳遞了中國願景與理念。與此同時，中國媒體「出海」

規模日益壯大，多方合力之下，中國形象已有了長足改觀（徐占忱，
2014）。然而，面對中國迅速變化的複雜性，外部世界仍優先以其慣有

的話語邏輯來理解中國，中外溝通時常面臨錯位：一方面，外界對於中

國的認知往往是為強化自我認同；另一方面，中國對此的回應也具有泛

政治化情結，以中國立場反詰西方價值。結果是，儘管雙方「你來」「我

往」，但實際上「溝」而不「通」（dialogue of the deaf）（The Economist,  

2016），形成對外傳播失效的局面。此處，「傳播失效」是指中國在媒體

對外傳播、傳播理念更新上花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試圖改善自

身在外部世界的形象，但實際的傳播效果往往與初始意圖、預期效果

不相符甚至相悖。

此種情境下，外部對於「真實中國」的渴望並不等同於情感態度上

的親近。他國民眾對中國正面形象宣傳的感知，可能在更深層次上激

發其內在的不確定感，從而產生逆反心理。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

對全球34個國家近四萬名受訪者開展的調查顯示，受訪國民眾對中國

的態度呈現分化，各國民眾對中國持正面看法比例的中位數為40%，

對中國持負面看法比例的中位數達41%（Silver, Devlin, & Huang,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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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民眾對中國的認知程度與好感度則長期在低位徘徊，歐洲國家 

將中國定義為「系統性競爭對手」（systemic competitor），雙方之間始終

存在一定的傳播壁壘（彭祝斌、范岳鋆、朱晨雨，2021：106）。2020年

以來，國際對華輿論環境越顯嚴峻。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2月對美國

成年人的調查表明，對中國持負面看法的人口比例已從2018年的46%

上升到2021年的67%，增幅明顯（Silver et al., 2021）。相關調查中另一

個值得注意的結果是，「一帶一路」話語敘事中的中國影響力並未改 

善受訪國民眾的對華態度，甚至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等被認為中國影響

力較強的地區，也存在「中國軟實力欠缺」（soft-power deficit）現象

（Shambaugh, 2015; Silver et al., 2019）。

由此看來，中國對外傳播失效背景下，外界對華了解的模糊性與

滯後性，以及傳受錯位下外界對華認同的他者化與情緒化，致使中國

故事「出海」一定程度上面臨效果上的壁壘。「講故事」這一提法，本身

具有消解宏大敘事與軟化政治意圖的作用，然而置諸當下，其「國家戰

略」的地位屬性，加之中國對外傳播長期以「宣傳」為要的慣性思維，又

表現出明確的現實主義工具論意圖，從而使相關實踐形成一種自我單

向化的傳播模式（Hartig, 2016）。用以「聯接中外，溝通世界」的傳播媒

介，反而成為製造交流壁壘的利器。

近年來，學者對這一現狀的探討仍有很多外部歸因（external 

attribution），但也表現出逐步深入的內部反思，其中一大特徵是，更加

關注「他者」對於重構自我敘事的積極意義（劉國強、湯志豪，2018）。

「他者」因其差異化與陌生化視角而呈現出相對客觀的狀態。異國土地

上的「陌生人」將人際關係中「遠」與「近」的一致性組織起來，既處於群

體之外，又被允許以「一種鳥瞰的方式」體驗其所處的群體內部環境，

其行為較少受到習慣、忠誠與先例的規訓（Simmel, 1950, p. 404），從而

能以一種普遍、抽象的方式審視周遭現實與媒介擬態的關係。在華外

籍人士處於文化混雜地帶，具有比較中外文化差異與驗證中國故事的

較好視角，這為探索「他者」在跨文化語境中扮演的傳播仲介作用提供

了空間（王敏、王令瑤，2020）。事實上，在「中國故事」傳播圖景的歷

時變遷中，正是作為「他者」的大批西方來華傳教士、政客、商人、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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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借助劄記、書信、傳記和報導等形式向西方社會講述的「中國故

事」，構築了世界對中國集體想像的起點（馬克林，2013：4）。

目前，國內外研究已開始關注「他者」在國際傳播中的作用，例

如，思考講述者與聽講者之間認知結構和價值體系契合程度的問題

（Rawnsley, 2015）；重視海外輿論場域作為故事接收者的多維性，區分

國內外受眾群體實施精準傳播等（Hartig, 2020）。但總體上仍缺乏真正

聚焦「他者」視角、探討對外傳播失效原因的經驗研究。基於上述認

識，本研究以擁有中國留學經歷的在華外籍人士作為考察對象，通過

深度訪談開展扎根理論研究，探討他們對中國的形象感知與情感態

度，並在此基礎上探討「中國故事」為何沒能「擊中」「他者」。

文獻綜述

「他者」視角下中國故事「出海」壁壘

I. 中國媒體「出海」傳播壁壘

伴隨著「講好中國故事」戰略的提出，近年來中國在海外不斷拓寬

傳媒布局（Blanchard & Martina, 2016）。但傳媒硬件的海外布局並非總

是帶來正面收益。美國漢學家Andrew Nathan（2015）認為，在國家對於

官方媒體的資本投入與政策激勵下，中國媒體的海外擴張具有明顯的

政府使命。基於此種認知的溢出效應，中國企業對一些具有國際影響

力的傳媒集團的收購行為也被看作是「企業向政府的諂媚」，從而被打

上官方意識形態的烙印（Buckley & Perlez, 2015）。另一方面，資本作

為強有力的軟實力培植工具，與近年來中國在經濟上迅速崛起的西方

媒體敘事不謀而合，而「華而不實」的回報率則暗合了西方對中國長久

以來粗放發展的「暴發戶」心態的諷刺（The Economist, 2018）。Flew

（2016）從權力的文化維度探討中國媒體的國際擴張，提出兩方面結

論：一方面，不同於普遍意義上全球網路媒體崛起與國家權力衰落之

間的同步關係，中國高度資本化與政府向心型的媒體集團擴張正在強

化其國家身份話語；另一方面，中國過去十年的國際媒體擴張活動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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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出風險性和盲目性，在官方推進下過於關注可量化的硬件指標，

而忽視了真正的影響力建設。

關於中國媒體的對外傳播技巧，海外學者和媒體的評價是多元甚

至矛盾的。他們並不否認近年來中國故事的講述更加符合國際傳播的

特性，但也僅僅將其視為方法論的進步，而對中國媒體不同於西方的

功能地位和本質目的加以批判。例如，中國駐外官方代表運用推特講

述中國故事的傳播實踐又被稱為「畏怯的複調」，即多角度、多聲部地

展示並推廣已被官方認可的特定事實，並在宣傳的文本中創造政治和

諧（Huang & Wang, 2019, p. 2985）。再如，Gagliardone（2013）在研究中

國國際電視台非洲分台（CCTV Africa）的對非報導時認為，非洲作為中

國發展全球話語體系的跳板，賦予了CCTV Africa更大的操作空間和自

由度。但對一些敏感問題（如遊行示威）的分析，CCTV Africa仍顯現出

面向國內報導的傳統模式與邏輯立場，抑或難以找到相應的報導方

式，因而在分析的專業程度上顯現出不足。與此同時，對非洲報導的

內容與形式需考慮是否有悖於中國立場，這導致媒體對於集體成就的

強調、對爭議話題的忽略以及對另類敘事的擯棄。中國在非洲的報導

呈現僵化和不加批判的風格，而「聚焦非洲」的原則在上述實踐的影響

下也未能得到完全遵守。又如，Brady（2012）研究了中國面向國內外的

民族宣傳政策，發現儘管旨在提升中國形象的正面宣傳仍然佔據主

導，但政府已經認識到負面報導在提升政府信譽、孤立敵對勢力方面

的價值：危機形勢下負面資訊的發佈，彰顯了官方宣傳的可信度與政

府負責任的態度，使得公眾對政府處理危機的能力產生信心，而對於

外部威脅的「他者化」塑造則有助於增強群體內部凝聚力。這一結果反

駁了外界對中國一邊倒正面宣傳的認知（Lee, 2016），但其最終邏輯卻

指向政權的穩定與合法化問題。這與西方新聞專業主義中的負面報導

邏輯迥異。

媒體傳播「壁壘」之下，外界的認知受到歷史記憶的影響。記憶 

再現與表述是記憶研究中的基礎問題，記憶作為一種表徵，只有通 

過符號化才能發生（趙靜蓉，2015：38），而文本作為闡釋記憶的媒 

介，在「東方學」的文本研究中，總是存在著知識與權力的共謀（Mani &  

Frankenberg, 1985）。這使得他國的中國形象同樣成為文本傳播下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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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運作結果。另外，記憶借助符號得以再現，這又意味著其必然在過

去與現實之間逡巡與重組，而新的現實元素究竟是以強化還是消解過

往印象的形式出現，則在不同情境中有所不同。

II. 中國故事的價值認同壁壘

儘管中國故事講述越發強調效果的共情與共鳴，但國際輿論場域

本身即是一個被激烈爭奪的領地，必定存在不同價值觀的接觸與衝

突。Lee（2016）比較中西方「文化軟實力」的概念後指出，中國在試圖

限制西方討論中國政治制度和價值觀的同時，也限制了讓自身軟實力

得到西方認可的機會，這種局限在過去中國軟實力建設的失效中得到

了證明。Callahan（2016）以建構主義為理論基礎，通過比較官方和非官

方話語文本，探究中國「一帶一路」專案如何對地區秩序乃至全球秩序

產生影響。他指出，在經濟方面，「一帶一路」旨在通過經濟合作來緩

解政治與安全挑戰；在文化方面，「一帶一路」則被視為由美國主導的

世界秩序之外的文化與道德選擇。但問題在於，經濟、文化等非政

治、低政治層面的友好形象，並沒有在安全制度等高政治層面實現顯

著外溢。另有對「中國海外文化年」活動的分析指出，將「經濟中國」與

「文化中國」的形象結合宣傳存在雙重效果，一方面它強化了中國與世

界的經濟關聯，另一方面，「中國製造」、「經濟威脅論」等潛在想像可

能會削弱中國所宣稱的「追求和諧」的努力（Maags, 2014）。

中國在深層價值觀的國際傳播中受阻，在部分學者看來，與中國海

外傳播濃厚的政治性相關。拋卻政治化、資助化、官僚化等問題，相關

研究還表明，中國新聞審查機構的存在本身即導致了外界對中國人，尤

其是對中國學者與記者的不信任（Shambaugh, 2015）。這被認為是挑戰

了西方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其結果更多的是西方國家出於防範目的對於

自身「邊界的巡邏」（boundary patrol），而非跨文化的對話（Albro, 2015, p. 

382）。從宏觀層面看，價值觀認同關涉國家利益，導致價值觀之爭進 

入現實博弈之中，如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就曾旗幟鮮 

明地反對多元文化，認為如果多元文化盛行，民主制度的共識發生分

歧，那麼「美國就可能同蘇聯一道落進歷史的垃圾堆」（亨廷頓，1998：
155）。而「社會身份理論」領域的一系列心理研究則進一步表明：在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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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競爭性外部條件的情況下，僅僅是群體存在這一事實本身也會導致

群體成員對於內群體的忠誠（Billig & Tajfel, 1973）。不過，認同或身份

並非一成不變，作為一種社會建構，行為體在認同或身份上的相互認

知存在從消極到積極，從互為他者到將對方視為自我的一部分或一種

自我延伸的可能性（Bozdağlıoğlu, 2007）。這為中國故事的價值觀傳播

提供了一定的空間。

「他者」與中國故事的「破圈」傳播

I. 被「他者」化的中國形象

為了理解為何中國在他國的形象長期處於負面，有必要知道是誰

定義了這個形象（Hartig, 2016）。達尼埃爾–亨利．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認為，異國形象的本質是對「他者」的描述，這種描述不等同

於被注視者文化中的現存模式，而僅僅是注視者文化的自我投射，因

而其並非一種形象事實，而是一種文化事實。在此邏輯下，對「他者」

的描述演變為一種僵化的套話，它以單一形態和單一語義為表徵，試

圖對所述對象進行本質化、歧視性的類目建構，而忽略其歷時變化與

豐富內涵（巴柔，1989/2001：122–126）。
20世紀70年代，後殖民主義與多元文化並存的後現代語境快速發

展，在地緣、文化與歷史等多重意義上揭示了西方對東方的「他者」 

化「遮蔽」（Cover）（Gunew, 1997）。愛德華．沃第爾．薩義德（Edward 

Waefie Said）分析歷來西方關於東方的表述文本後認為，東西方之間始

終存在著一種權力關係、支配關係、霸權關係。交流的自由總是屬於

處在文化強勢地位的西方，這種特權有意擴大了西方熟悉之物（歐洲、

西方、「我們」）與陌生之物（東方、「他們」）之間的差異，使得「東方」

這一地域範疇在文本上的確立，部分是政治性的，部分是宗教性的，

部分是想像性的，卻難以在東方的實際經驗中找到必然的對應（薩義

德，1999：256–258）。例如，西方的藏學研究，出於西方宗教精神寄

託的需要，常將西藏塑造成一種超現實的、未受現代文明污染的、與

世隔絕的、帶有神秘主義色彩的精神伊甸園（汪暉，2014：9–24）。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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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對應，來自東方內部的視角，也存在依照西方視野中的「東方」來自

我客體化、他者化的現象，如「鄉村」這一文化意象的建構，某種程度

上即迎合了外部關於中國在19世紀進入「資本主義世界秩序」時「古老、

封閉與愚昧」的想像。村莊成為東方中國「活的標本」，呈現出一種永恆

的過去式形象，這與20世紀初中國的落後及知識份子總體接受西方知

識體系有直接關聯（梁鴻，2014）。

II. 「他者」作為傳播對象

Roger Silverstone認為，全球媒體景觀中最重要的道德挑戰之一，

在於如何處理我們與不熟悉的「他者」之關係。差異所產生的距離引 

發了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我們能以「他者」的方式來想像對方嗎

（Silverstone, 2006）？對話的有效性不僅在傳播者的控制之下，也在受

傳者的理解之中，當面臨與現有知識和價值觀相衝突的他國資訊，個

體會產生認知失調，從而抗拒接收更為積極的他國形象（Rawnsley, 

2015）。

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近年來中國媒體「出海」對中國軟實力

的提升作用不大，因為國際媒體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並非受眾的規模，

而是受眾對於傳播主體與傳播媒介的信任程度（Li & Sligo, 2012）。
Flew（2016）認為，中國在媒體硬件方面的投入實際上是對覆蓋率和影

響力的混淆，並強化了一種傾向，即把本國的文化形式傳播到其他國

家本身就是一種目的，而很少注意其與他國文化如何融通的問題。有

關印度「寶萊塢」電影影響力的研究表明，其在中東和南亞地區獲得成

功的一個關鍵因素，在於傳播了以家庭和社區為導向的價值觀，因為

電影給予穆斯林觀眾足夠的熟悉感和安全感。然而，中國國際傳播的

藍圖很少將受眾期待置於核心地位，在政府干預和引導下，媒體往往

選擇規避風險而不是創造性探索（Keane, 2016）。中國面向國內外受眾

發佈的國家宣傳片，即是典型例證。由於敘述往往聚焦於中國的強

盛、發展機遇以及民族復興熱忱，宣傳片很難在對內提升民族情感和

對外保持謙遜姿態之間作出平衡，而後者正是中國在國際受眾中致力

塑造的形象（Li,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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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他者」作為「破圈」仲介

「自我」和「他者」之間總是處於不同的歷史傳統、社會文化和政治

價值觀情境之中。這為中國故事的「破圈」傳播提出了難題。但Homi 

Bhabha（1994）在後殖民主義研究中提出的「混雜性」（hybridity）概念表

明，「自我」和「他者」並不總是處於二元對立。「他者」群體的雙重視野

開闢出一個居中的空間，其間不同文化間的互動對共同體與「他者」作

出了重新定位（Lim & Horesh, 2016）。這為中國故事「破圈」傳播提供

了文化土壤。所謂的「圈層」並非是固定的，而是一個多孔的、流動

的、彈性的範圍和空間。「圈層」既意味著某種壁壘和排他性，又因其

運動而生發出不斷向外突破的湧動（劉戰偉、李嬡嬡、劉蒙之，2020）。 

圈層規則、文化特性與認同需求下的自我約束形成了圈層本身的內聚

力，但由於圈層成員本身的「跨圈層」特徵，以及市場對外擴張特性等

因素，資訊在不同圈層的流動又成為一種常態。在此基礎上，有學者

概括了「破圈」的三個要素：觀念越具普遍性，越能得到其他圈層認

可；圈層周邊越具開放性，圈層間傳播越容易實現；平台、政策、文

化等合力越強，圈層間傳播越充分（劉明洋、李薇薇，2020）。

當下，「破圈」交流在國內場域不時顯現出主流文化對亞文化收編

的取向，成為政治、資本等的迫切需求，如有學者提出「二次元民族主

義」的概念，通過對國族認同話語的「萌化」編碼，二次元文化呈現出從

「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的過程，表面上「次元壁」被打破，但隱形「壁

壘」仍然存在（何威，2018；彭蘭，2019）。這種「去政治的政治化」為

國家間的「破壁」傳播提出警示，而要去除類似的「政治隱喻」，民間文

化主體的作用便越發重要。處於文化雜交地帶的「他者」，作為故事傳

播仲介，打破了「自我—他者」的二元壁壘，成為不同圈層間的「通氣

閥」。在此意義上，「破圈」首先要以「入圈」為前提，認識並適應圈層

內部的文化建構與資訊傳播活動；其次，「破圈」又要求「跳出一切成見

的圈子」，1以平等的主體身份完成跨文化的交流活動。例如，李子柒

視頻的跨圈層傳播中，親近自然、返璞歸真的生活圖景構成了對於現

代工業社會的逃離，而後者的存在作為一種全球化景觀，打破了區

域、國別的界限，不同圈層的成員平等共用了「現代人」的身份，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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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對於去工業化、去喧囂的共同憧憬與嚮往（Li, 2020），成功完成了一

次文化「破圈」之旅。

全球化時代，人口移動和交往更為頻繁，跨文化衝擊使每個進入

新環境的人都面臨自我身份與觀念價值的重新調整（Oberg, 1960）。如

何在跨文化溝通中處理移居者原生社會文化（home culture）和新移居地

的主流文化（host culture）之間的關係，是旅居者面臨的重要議題（Berry, 

1980）。有研究從跨國主義視角出發，考察作為跨國移民企業家群體對

原母國和現定居國事務雙重參與的四種互動類型：零和、共存、正強

化和負強化。結果顯示，跨國移民往往同時嵌入兩個或兩個以上民族

國家的政治社會事務，這成為強化其財富和社會文化資本積累的重要

戰略（Ren & Liu, 2015）。這表明跨國群體在化解「自我—他者」這一對

立路徑上具有積極而主動的需求。從公共外交的角度考察，全球化浪

潮中海外移民的跨國身份和雙重忠誠日益凸顯，移民群體的文化與社

區活動為中國故事的國際傳播提供了渠道（Ding, 2015, p. 230）。

因此，理論上梳理了「他者」視域下「中國故事」對外傳播的壁壘以

及「破圈」可能性之後，本研究擬通過深度訪談，從現實經驗的維度，

分析「中國故事」沒能「擊中」「他者」的深層原因。具體研究問題如下：

一、 「中國故事」傳播的失效如何遮蔽了現實的中國形象？「中國 

故事」傳播壁壘之下，外部對華的「他者化」想像受到哪些因素

影響？

二、 在華外籍人士對「中國故事」持何種價值取向與態度？中國故

事的事實傳遞為何面臨著價值認同上的壁壘？

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以擁有中國留學經歷的在華外籍人士為

對象開展一對一訪談。訪談於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採取線上、線

下相結合的方式進行，新冠疫情爆發之前（2020年1月前），訪談主要

是線下面對面開展，平均每個訪談對象的約談時間為1到1.5個小時。

疫情爆發後，作者通過微信、QQ等在華外籍人士常用的通訊軟體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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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以線上語音電話訪談為主，並輔以發放訪談提綱與及時回覆溝

通，時間較為靈活。作者依照扎根理論對原始訪談資料進行三級編

碼，提煉理論。本文以傳播對象的認知為核心，通過個案樣本調查，

以豐富的細節呈現跨文化群體作為「他者」的認知特徵、對華情感態度

以及對中國故事的接收偏差，從而為國際傳播如何打破文化、地域間

的「圈層壁壘」提供參考。

在調查樣本選取上，研究初期通過線上方式與超過40位擁有在華

留學經歷的外籍人士取得聯繫，在綜合考慮本人意願、對華了解程

度、通話可能性以及樣本廣泛性等方面後，成功邀請了其中27名訪談

對象，並按照性別與來華時間依次對其編碼（男性用「M」表示，女性用

「W」表示），基本情況如表一所示。這27名受訪者在華時間均超過半

年，來自亞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和歐洲的18個國家，在華主要

駐留地囊括北京、西安、武漢、南京、成都、重慶、廣州、天津八個

城市。研究主要採取線上訪談方法收集一手資料，同時盡可能收集訪

談對象發佈的文字、相關圖片以補充訪談所獲資訊。在確定受訪者的

國籍、年齡、教育背景、在華時長等個人基本資訊後，最初的訪談提

綱在總體上可分為三個方面，即：（1）來華前與來華後對中國社會、經

濟、文化、政治形象的認知，以及是否發生轉變；（2）中國故事的接收

渠道，以及對中國媒體機構及傳媒生態的評價；（3）對中國故事內容的

偏好，以及對其價值傳遞的認同程度。

在對原始材料進行分類、提煉和編碼方面，本研究以扎根理論為

依據，採取了三階段歸類分析，即開放式分析、主軸式分析和選擇式

分析：

第一階段：開放式分析。本階段研究按照塞繆爾．亨廷頓提出的

八大文明圈，即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

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將27名訪談對象按照母國

所屬地域文明進行分類，並在此基礎上歸納出九個範疇，包括「形象認

知」、「傳媒手段」、「傳媒自由度」、「媒介使用偏好」、「物質媒介」、「知

識結構」、「興趣偏好」、「利益關切」、「價值認同」。為避免研究者的個

人定見，這一階段的分類主要按照材料本身的屬性進行劃分，基本不

帶有價值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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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主軸式分析。本階段對材料的整合更傾向於對各部分

進行提煉分析，通過對語義、時間、因果以及情感鏈條等方面的概

括，在尊重材料基本屬性的前提下尋找文本間的類屬關係。第一階段

九大範疇中，「傳媒手段」、「傳媒自由」、「媒介使用偏好」在結果上都

指向中國「出海」媒體的低可信度與低使用率，進而表明「大眾傳播的失

效」，在此種情況下，「物質媒介」和「受眾原有的知識結構」共同構成受

訪者想像中國的方法。「興趣偏好」、「利益關切」、「價值認同」則指向

中國故事的價值傳遞問題，研究者進而從中提煉出兩組相對的對華認

知範疇，即「發現與緘默」、「認同與抗拒」。這一階段分類的另一特

點，即以地域為基礎的文明圈劃分的意義弱化，儘管從材料中仍能看

到同一圈層內的研究對象在某些認知上的相似性，但個體的認知水

準、媒介素養、跨文化經歷等往往更決定其觀點偏向。

第三階段：選擇式分析。本階段意在進一步抽象概括，以發掘能

夠統攝所有類別的扎根理論：大眾傳媒的失效及其他物質媒介的故事

傳播使得受眾的中國想像與實際情況存在偏差；跨文化群體作為傳播

仲介能夠通過獲取新的事實性資訊對偏差加以糾正，但當這一事實與

其本身價值觀難以契合時，反而會強化刻板印象。

表一　訪談對象編碼

訪談

對象

編碼

國籍 文明

圈歸

屬

初次

長期

來華

時間

訪談

時間

訪談

對象

編碼

國籍 文明

圈歸

屬

初次

長期

來華

時間

訪談

時間

訪談

對象

編碼

國籍 文明

圈歸

屬

初次

長期

來華

時間

訪談

時間

M1 韓國 中華
文明

1998 2020/
3/11

M10 巴基
斯坦

伊斯
蘭文
明

2017 2020/
2/27

W5 泰國 中華
文明

2016 2020/
1/4

M2 英國 西方
文明

2011 2020/
3/12

M11 孟加
拉

印度
文明

2017 2020/
3/24

W6 俄羅斯 東正
教文
明

2016 2020/
3/11

M3 澳大
利亞

西方
文明

2012 2020/
3/26

M12 馬來
西亞

伊斯
蘭文
明

2017 2020/
3/30

W7 泰國 中華
文明

2017 2020/
3/12

M4 阿塞
拜疆

伊斯
蘭文
明

2015 2020/
2/19

M13 巴基
斯坦

伊斯
蘭文
明

2019 2019/
12/26

W8 俄羅斯 東正
教文
明

2017 202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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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對象

編碼

國籍 文明

圈歸

屬

初次

長期

來華

時間

訪談

時間

訪談

對象

編碼

國籍 文明

圈歸

屬

初次

長期

來華

時間

訪談

時間

訪談

對象

編碼

國籍 文明

圈歸

屬

初次

長期

來華

時間

訪談

時間

M5 辛巴
威

非洲
文明

2015 2020
/2/22

M14 墨西
哥

拉丁
美洲
文明

2019 2020/
1/10

W9 韓國 中華
文明

2018 2020/
1/12

M6 美國 西方
文明

2015 2020/
3/1

W1 哈薩
克斯
坦

東正
教文
明

2012 2020/
3/6

W10 韓國 中華
文明

2018 2020/
1/21

M7 巴勒
斯坦

伊斯
蘭文
明

2016 2020/
3/10

W2 韓國 中華
文明

2012 2020/
3/14

W11 日本 日本
文明

2018 2020/
2/19

M8 泰國 中華
文明

2016 2020/
3/25

W3 摩洛
哥

伊斯
蘭文
明

2014 2020/
3/15

W12 日本 日本
文明

2018 2020/
2/27

M9 博茨
瓦納

非洲
文明

2017 2020/
2/21

W4 哈薩
克斯
坦

東正
教文
明

2015 2020/
1/28

W13 日本 日本
文明

2018 2020/
3/7

圖一　開放式編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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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主軸式編碼與選擇式編碼分析

研究結果與討論

「窮」、「髒」、「亂」：鏡像與想像的雙重遮蔽

由於地理、文化等因素的限制，「東方」在漫長歷史中一直處於被

遮蔽的狀態，中國形象的真實輪廓在西方實際不甚清晰。全球化與大

眾傳媒的發展為扭轉這一局面帶來契機。然而，受訪者關於對華印象

的描述顯示，他們來華之前「印象裡的中國」與來華後看到的「實際中

國」之間普遍存在10年甚至20年的時間差，「窮」、「髒」、「亂」仍然佔

據許多在華外籍人士來華前記憶的主體。那麼，「真實的中國」傳播失

效的因素有哪些？中國形象為何被遮蔽，以及究竟由誰塑造？

I. 媒介鏡像與多重映射

在論及如何為公眾提供更為清晰準確的外部圖景時，大眾傳媒曾

一度被認為功不可沒，因其能將大洋彼端的場景切換至眼前，協助大

眾跳出周遭的環境，掌握更為全面的事實。然而，不同媒體在立場傾

向上的差別，使得當下激烈競爭的全球輿論場本身即存在真實與客觀

性危機（White, 2000）。不滿於西方對全球輿論場和國際傳播秩序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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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中國近年來加大了媒體「出海」力度，以期傳遞自己的聲音，但效

果並不理想。

韓國人M1幼時在華度過，大學期間再次選擇來華留學，這種跨文

化生活經歷讓他受到了中國對外媒體的青睞。他曾多次接受中國電視

台的採訪，但這加深了他對大眾傳媒的負面評價：

有很多記者採訪我對中國的看法，大部分人都希望我過濾之後再

跟他們講，中國的媒體採訪外國人的一些看法，不是想聽外國人

如何看待你，而是想讓你以外國人的身份講出中國有多好……我

覺得中國媒體人有一種無能為力的感覺。有一次做新聞，受採訪

的外國人很多，有些隨意，想到什麼說什麼，但採訪的人就很尷

尬，說一些宗教之類的話題不能拍，有兩個外國人就發怒了。其

實，不是記者不想拍，而是拍了可能播不出。（M1）

M1的經歷表明，「以我為主」的報導風格仍未在一些媒體的傳播實

踐中根除，這可能使傳播效果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國際傳播場中西

方媒體的強勢地位，也可能使外國受眾難以用平等視角看待中國報

導。泰國人W7來華三年有餘，談及對中西媒體的看法，她仍然表示更

認同西方的媒體標準：

外媒報導中國的時候確實有時會開一些種族歧視的玩笑，我覺

得不太對。但如果說虛假或者誤解，我覺得還是比CCTV那些要

好，（我）平時更常看BBC。（W7）

由於新聞理念的不同，東西方媒體時常處於互相排斥的狀態。個

人對資訊的取捨與解碼方式往往受到習慣、成見與刻板印象的影響，

在處理與既有價值觀相衝突的資訊時，可能出現的認知失調會阻止他

們接受一個更為積極的中國形象。儘管所處國家與環境的不同可能意

味著媒介接觸的轉變以及對信源的再審視，但W7的經驗表明，這種 

轉變在短期內難以發生。隨著在華時間的推移以及對華了解的深入，

外籍人士可能產生另一種態度，即比較視野下對中外媒體普遍的批判

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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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哈薩克斯坦的W1在中國生活已有八年，能說一口流利中文。

由於語言上有優勢，她是受訪者中為數不多的將《人民日報》和新華社

作為常用媒體的人。

到中國後，我經常用《人民日報》、新華社APP，我發現中國大部

分人都關注這兩個新聞媒體，為什麼他們看，可能是這兩個平台

的新聞更真實，比其他媒體更自由一些。但後來慢慢了解，我發

現中國的新聞媒體都是一致的，報導沒什麼區別，可能他們名氣

大，人們就一直關注它。（W1）

隨著對中國及其媒體了解程度的加深，W1對中國媒體的相似屬性

就越發了解，也更具備對媒體的獨立判斷。當然，這種認知積累所帶

來的媒介批判是雙向的。從小就來華的M1表示，自己國家的一些對華

報導常令人啼笑皆非：

我記得有一次看到報導，中國禁止播《寄生蟲》這個電影。韓國

媒體說，這是因為貧富差距的關係。我說這個媒體根本不了解中

國，中國人自己太知道貧富差距達到什麼程度了……不會認為這

個電影在這方面有太大負面影響，反而是韓國對貧富差距這個話

題的反應會更激烈、更加反感。（M1）

如果說W1、M1從媒介使用者的視角對中外媒體作了批判性反

思，那麼，2011年來到中國留學、如今身為彈幕視頻網站Bilibili博主

的英國人M2，則從一個媒介內容創作者的角度，評價了中西方媒體：

現在，西方媒體的報導其實對我的認知沒有什麼影響，我應該比

他們更懂，他們沒有來過（中國）就報導。我現在中西兩邊的媒

體都看，但兩邊都不信……我對新疆和西藏都非常好奇，聽說那

裡人的長相和其他地區的中國人不一樣，我喜歡去了解不同的文

化，包括一些少數民族。我有一個計劃，跟其他「外國網紅」拍一

些少數民族節目，去那些外國人不是很了解的地方。這方面的內

容，中國以前也有，但是很官方，就算是好看，外國人也會覺得

這個是中國政府的宣傳。BBC也拍在中國的旅行，但很多的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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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都不會講中文，得有一個導遊帶著他們去，還要翻譯，看上

去也不真實，跟不上我們這個網路時代。我們想拍一些有趣的東

西，比如說，官方前期所有東西都準備好了，我們就不會，要去

哪個地方就直接去，直接聊起來。（M2）

從另一方面講，這種批判顯示出公眾對於大眾傳媒的信任危機。

在訪談中問及「你最信任的人或機構排序」時，媒體的排名從未進入前

列。多數情況下，這種不信任感跨越了文化與國界，成為一種對於傳

媒行業的普遍性認識，而具體到有關中國的報導，未曾來華的外籍人

士於信任問題之外更表現為一種模糊性。事實上，過半受訪者表示，

他們來華之前並未在本地的主流媒體上接觸到太多關於中國的資訊。

來自英國的M2說，在2011年來中國留學之前，他曾認為中國應該和

老撾差不多，他的外婆則一直擔心他挨餓或者被殺，「她不了解，歐洲

國家對社會主義的印象是不好的，她想像的中國就是這個樣子。」

當然，在互聯網、社交媒體高度發達的時代，這種帶有社會文化

規訓與視野局限的想像既氾濫又易碎。超過三分之二的受訪者都表

示，他們會在Twitter、TikTok等社交軟體上接觸到中國資訊。歷史、

記憶和印象在社交平台以多元的形式共存，自我和「他者」的關係不再

是一對一，而是像多棱鏡一樣在不同方向、不同樣態上照見彼此。這

種充滿生命力的、可以容納不同立場的中國形象表達，撕破了遮蔽

性、同質化的印象面紗。然而，碎片化的真實加大了個體處理資訊的

成本，多樣化的資訊接收與表達渠道既為事實傳遞提供了通道，又讓

事實變得撲朔迷離。事實上，當受訪者被問及最好奇中國哪些方面

時，「中國人真的吃蟲子嗎？」這句看似幽默的玩笑卻成為最高頻的回

答，而此印象的來源，即是社交媒體。

II. 複雜現實與記憶規訓

如果說對於遙遠東方的無知與神秘化想像從新聞接近性來講尚可

理解，那麼散佈在世界各處的華人群體、影響日益突出的「中國製造」

則迫使當地人不得不將目光聚焦中國。現實接觸與口耳相傳帶來更高

可信度。然而，面對複雜現實與記憶遮蔽，這種有限的接觸與傳遞很

容易使事實面貌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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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不同國家間財富流向的差別，走向不同國家的中國人在身

份、地位與財富上各異。對於長期生活在非洲、中亞和南亞地區的人

們而言，當薪資優厚的中國工程師成為他們心目中典型中國人的形

象，「財富」便從某種個人特徵變成對群體的整體化想像（M9、M10）。

反之，對於來華八年的W2而言，當旅居外國的華人以底層身份出現，

「貧窮」便成了以部分指代全貌的關鍵詞。事實證明，相比於從媒體獲

悉的中國經濟增長的冰冷數字，真實接觸給她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

我已經知道中國的經濟總量居於世界第二，富人也很多。但是，你

知道印度GDP世界第幾名嗎？印度居於世界第七，你覺得大家對

印度的印象怎麼樣？富有嗎……在韓國肯定有取得好職業的中國

人，但是韓國人日常生活中經常看見的是「3D業種」的中國人，就

是指辛苦（Difficult）、骯髒（Dirty）、危險（Dangerous）的行業，因

為韓國國民收入增加，大家追求舒適的社會氛圍，所以，人力短缺

的3D行業就補充中國人來打工。我們經常看見中國服務員、中國

打掃工、中國護工、中國建築工。韓國很容易聽到中國的經濟發展

消息，但日常生活中更經常看見中國勞動者。我覺得國家的GDP

不重要，個人的生活水準和個人的收入（GNI）更重要。比如，韓國

的GDP高但是GNI低的話，我就要批評政府對財富的分配情況。

而想要改變國家貧窮的印象，就要把勞動者的權利和福利提高到其

他國家的水準，免得他們到其他國家做苦工。在電視、新聞上看見

中國的經濟發展100次，但實際上看見中國勞動者1次，我覺得這

就是「百聞不如一見」：實際上看1次比聽100次的影響更大。（W2）

類似的情況不勝枚舉，複雜性開啟了記憶指向的多種可能。資本網

路遍佈全球的中國商人讓歐洲人畏懼，讓非洲人羡慕，讓中亞、南亞缺

少收入的本地居民對中文學習趨之若鶩，以「方便自己被招工」（W4）。

但大聲喧嘩的中國遊客、在飛機上潑空姐熱水的中國乘客以及勞作 

於餐館、工廠與建築工地的中國工人，同樣成為不可忽視的文化符號，

甚至因為其現實可見而令人印象更加深刻。概言之，相比於宣傳機 

器的遠距離隔空傳播，人際交往更能在個體印象中留下痕跡。於是，

「財富」（M10）和「貧窮」（W2），「重教育」（M9）和「不文明」（M7）……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2).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148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1期（2022）

這些看似矛盾的概念在不同人的敘述中形成一種奇妙的競合關係。但

由於這些文化符號分散在世界各地，不同群體對中國的印象又是殘缺

的、片面的，甚至只是一種缺乏足夠知識基礎的情感傾向。尚未涉足

中國的人，對於中國的印象大多源於長輩的口耳相傳，這造成「想像中

國」與「現實中國」之間永恆的時間差。

談及對華的印象感知，在中國度過幼時與大學時光的M1講述了一

段他在韓國讀中學時的故事，班上老師和同學對於中國的誤解讓他至

今印象深刻：

大概十年前我上初中的時候，我的老師會把當時的中國想像成

三十年前的中國，她說來到中國最大的震驚是廁所沒有門，不是

廁所而是茅廁的感覺。不是說中國沒有這種地方，而是她只看到

一個兩個，再加上她之前對中國的印象本來就不好，這又是她親

眼看到的，就認為中國大部分地方都是這樣。以前我們根本看不

到真正的中國，能看到的只是中國的錄影帶或者其他一些不好的

消息，你知道負面的資訊反而流傳更廣或讓人記憶更深刻，就像

當初那個（韓國）老師說中國的廁所沒有門，整個（韓國）學校的學

生都在問：是真的嗎？我說，你們不要問，自己去看，說了（你

們）也不會相信。（M1）

「是真的嗎？」當久遠的記憶而不是歷史真實成為外國人勾勒中國

形象的素材時，對記憶真偽的追問與判斷在某種程度上就已脫離記憶

主體本身，而依賴於受眾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正如上文所引「之前對

中國的印象本來就不好」—所謂「之前」與「本來」，實際上已預先框

定記憶活動的界限。它不是一個本體論的範疇，而是「一個屬於認識論

範疇的意義或效果機制」，或者更激進一點地說，它是一種「價值論」

（趙靜蓉，2015：58）。

由此可見，處在真實記憶對立面的可能並非是虛假記憶，而是對

於記憶的解碼。訪談中，我們發現，這種理解不僅受制於記憶的社會

框架，還受到個體知識結構的約束。例如，有親友去過印度的W1在未

到中國留學之前，會因為中國同印度都是人口龐雜的國家，而擔心中

國治安、衛生和醫療等方面的管理是否也會如印度一般不健全（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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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人M3對社會主義的想像混雜著奧威爾式的「全景監獄」；身為

韓國人的M1和W2提及一黨執政，則同時聯想起上世紀韓國總統對市

民暴動的殘酷鎮壓。

「從來不會有雙贏」：事實與價值的契合之困

在華外籍人士處於文化交叉地帶，從積極層面講，多元文化碰撞

所形成的媒介身份為這一群體提供了追尋、批判與反思的空間，他們

對資訊的整合與傳遞，本身即包含了域外視角對於中國的好奇與困

惑，因而更能因地制宜、因情順勢地開展文化交流。然而，從現實傳

播效果看，外籍人士對於中國的接受度明顯存在事實與價值層面的差

異。他們樂於發現與探索新鮮事實，但對事實的了解並不會自然而然

產生價值觀上的認同，甚至在部分場合會出現排斥心理。那麼，他們

針對不同事實的價值立場有何差異？原因為何？

I. 發現與緘默

對於旅居中國的外籍人士而言，從母國向異國的遷徙在空間上消

弭了想像與現實的距離。如果說國界線以外對「中國」的認識在多數情

況下只是一個抽象的、具有情感傾向的符號，那麼置身中國則首先意

味著對「中國」這一模糊概念的三維具象化與感官衝擊。Bauman（2005）

認為，流動的生活意味著持續不斷的新開端，它指向一種可能性、未

完成性與開放性。在這種情況下，對差異化事實的發現幾乎是無意識

的，小到對於「只有中國人吃飯用圓桌子」（W13）、「中國人竟然如此熱

衷於喝熱水」（W10）的驚詫，大到不同國家輿論對於某一公共話題討論

熱衷程度的差別，都成為拼湊「中國」全貌的碎片。異國體驗為豐富外

籍人士對中國的事實認知開闢了「快車道」，他們對於差異性的認知不

僅是全新的，而且帶有強烈的主動性和分享訴求。

在華三年的M9，來自非洲國家博茨瓦納，對中國的現代化與創新

有深刻印象。他認為，非洲有很多東西可以向中國學習，並在訪談中

顯示了對中國商業模式的強烈興趣。 他還為自己找到一門「致富

經」—希望有朝一日將中國的物流模式移植到博茨瓦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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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兩年發展非常快，我和外國朋友經常在一起談論我們能夠

從中國借鑒或者學習什麼。有些東西在中國司空見慣，但在我們

國家甚至不存在，比如地鐵和公車……這裡最吸引我的是它的商

業。在中國，人們會利用自己身邊的一切開展生意往來。比如，

在我們國家，竹子的作用並不凸顯，而在中國，它的功用被開發

到了極致，做筷子、做藥用，甚至被用來包裝食品。我覺得，在

中國任何東西都可以被轉化為商機，這裡有無限可能。（M9）

儘管陌生化的環境為充當文化傳播仲介的在華外籍人士提供了追

尋、批判與反思的空間，但真實的接觸並不總是帶來正面效應。置身

於異國文化當中，外籍人士對某些問題較群體內成員更敏感。當現實

引發了個體的「不確定感」，或與其既有價值觀發生衝突時，對真實的

確證就會讓位於對「安全感」的需求。此種情況下，沉默就成了「他者」

有效的自我保護方式。這種態度在涉及政治事件時表現得尤為強烈。

韓國人W9於2018年首次來華之際，正值「薩德」事件後不久，2在

爭端國雙方間的跨文化流動使W9具有很強的政治敏感：

我有一個前輩，之前因為「薩德」的原因被一個中國人用酒瓶子扔

下身，這個事情給我的印象很深刻，讓我有點害怕。我在韓國的

朋友也告訴我，千萬不要問中國人一些敏感的政治問題，如果別

人問你，你就說不了解，所以我在這方面很謹慎。（W9）

由此看來，作為少數群體的來華外籍人士在審視周遭的同時，也

在以「他者」的身份被周遭審視。敏感的政治環境會加劇文化適應過程

中的「不確定性」，而難以使原有的認知壁壘得到消除。

II. 認同與抗拒

良好的傳播效果由講述者和受傳者共同完成。徐占忱（2014：22）

認為，講述者的資訊發出之後，受傳者系統需要經過獲取、過濾、整

合、重構與認同五個環節，才能完成整個傳播過程。其中，「過濾」指

受傳者以原有價值體系為標準進行資訊篩選，「整合」是將新獲得的資

訊與已經掌握的故事進行拼接，「重構」則是在拼接後對新舊資訊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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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進行邏輯自洽的解釋，使之一體化，最後「認同」才得以實現。梳

理受訪者有關中國對外公共議題的理解後發現，不同類型的事實概念

在完成這一過程上的難度存在差異。以「中國製造」與「一帶一路」為

例，這兩個流行術語最初出現於國際輿論場時都遭到種種質疑，為消

除負面評價，中國在技術、投資、宣傳上都作出了努力，但兩者現實

的傳播效果並不相同。

「中國製造」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曾是「便宜貨」、「山寨」、「粗糙」的

代名詞，但如果將「中國製造」限定在商品上，這種刻板印象近年來已

經出現很大改觀。

訪談之中，泰國人M8與摩洛哥人W3都表示對於「中國製造」的看

法經歷了從負面向正面的轉變：

中國手機在我們泰國很普遍。以前，中國製造形象並不好，（人

們）會用「深圳」這個詞代指A貨、山寨，因為都是從深圳來的，人

們還會用「深圳」形容一些很假的人。現在已經不用了，只有一些

年紀大的人才用這個詞。（M8）

其實，摩洛哥經常買的都是中國製造產品。我們很小的時候，聽

到「中國製造」就覺得這個東西品質不好，「德國製造」品質就很

好，所以最後不管產品品質本身，只要聽到「中國製造」就覺得不

好。但現在和以前不一樣了，以前人們怕買中國的手機，但現在

我認識的很多朋友，包括 IT行業的一些人，都更喜歡中國手機，

他們會選擇華為或者OPPO，既便宜品質又好得多（W3）。

總體而言，「中國製造」的國際形象已大有改善，這在很大程度上

得益於中國品牌企業的努力以及品質改善的事實（Shepard, 2016）。已

有研究表明，基於個人使用體驗而形成的對「中國製造」產品的回饋更

可能是積極的，而基於國家框架對「中國製造」的評價更容易是負面的

（Han & Wang, 2012）。訪談結果也說明，外籍人士對「中國製造」認知

的改觀更多源自他們對產品品質和個人體驗的認同。相較而言，儘管

在宣傳上不遺餘力，帶有更多政治意涵的「一帶一路」概念在外部認同

上則更具複雜性，甚至以負面形象在訪談中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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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哈薩克斯坦的W4，在來華兩年前就開始學習中文，並作為交

換生前往中國學習翻譯。W4的家鄉阿拉木圖開設有很多中國公司，在

她的印象中，「會中文的人到這些地方找工作具有很好的前景」，因而

「有很多父母在孩子不願意學習時就逼迫孩子學習中文」。W4認為，同

樣是資本進入哈薩克斯坦，當地人對美國的接受度較中國更高，但她

並不能說出原因：

我聽到過關於「一帶一路」的爭議，中國公司在哈薩克斯坦建工

廠，一些工廠污染比較嚴重，大家有時候會有反對的聲音。另一

方面，大家是對政府自己的「不作為」感到生氣，哈薩克斯坦有很

多油田，但有不少是中國公司在經營，本國人就會覺得無力……

人們起先覺得中國公司來到這邊會降低失業率，但中國公司又從

中國帶來了自己的專家。（W4）

對商業模式非常感興趣的M9在談及「一帶一路」倡議時，顯現出作

為「非洲人」的強烈身份意識：

一般的觀點會認為，中國將從這個項目（註：「一帶一路」倡議）中

受益更多。在我看來，這個項目是複雜的，我們不知道誰受益更

多，因為項目完成會留下貿易政策等方面的赤字。多數情況下，

非洲在談判中處於弱勢。有時候，外國人帶著資金進來，但他們

可能不在非洲使用，甚至會一點不漏地帶回本國。舉個例子，如

果中國在非洲修一條路，這些公司的大多數員工都來自中國，設

備也來自中國，甚至食物也來自中國，最後這些錢將會支付給中

國員工，或者日本人、印度人，他們的錢將不會在非洲消費。項

目結束那天，非洲國家是失敗的，而且會失去越來越多。所以將

來，我不覺得它是雙贏，從來不會是雙贏。（M9）

由此可見，事實與價值本身處於對外傳播的不同層面。讓事實到

達受傳者只是第一步，而一旦受傳者對事實資訊進行價值層面的解

碼，這一過程就會面臨傳受雙方認知與價值體系契合度的問題。受傳

者的價值體系不但需要被動地與其接收的事實進行匹配，也會主動對

事實進行搜尋與反選，以進一步維繫其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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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訪談結果看，中國故事的文化特色與經濟發展事實更容易被認

可，而涉及政治問題、發展理念則容易受到質疑。這也從側面反映出

中國故事在傳受方面的偏差，即儘管傳者多強調傳遞「中國立場」、國

際擔當，但受傳者更容易被軟性故事和中性事實所說服。

結語及未來建議

本文以在華外籍人士的「他者」視角為仲介，通過深度訪談，檢視

「中國故事」「出海」未能擊中「他者」，而呈現形象「失語」與價值引導「失

效」的深層原因。

研究表明，中國媒體「出海」儘管在規模上日益壯大，但在海外受

眾抵達率與可信度上並未顯現出與其硬件相匹配的水準，「中國故事」

大眾傳播的「失語」，導致多數外籍人士在來華前對中國形象認知模糊

或存在偏差，「窮」、「髒」、「亂」的對華印象仍佔據重要比重。在此之

外，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物質媒介，包括中國人、中國廠商、中國產品

等成為其想像中國的重要元素。然而，這些流動的中國元素並非均

質、均衡地分佈於世界各地，人們可能因為其選擇性接觸而加劇對中

國的錯誤或片面認知。另一方面，即使在對事實資訊的獲取日益豐富

而全面的情況下，受傳者對中國故事所蘊含的立場與價值觀認同也並

非水到渠成。研究表明，在華外籍人士更熱衷於發現並認可文化、經

濟現象等弱政治屬性的「中國故事」，而對於涉及立場判斷、政治認同

或違背自身價值觀的內容時，則表現出緘默或抗拒的態度。這導致「中

國故事」在價值認同塑造上的「失效」。

綜上，本研究運用扎根理論開展資料搜集與文本研究，進一步挖

掘了中國對外形象傳播存在傳受偏差的深層原因，以及「事實—價值」

之間的斷裂機制。基於此，本文提出中國形象對外傳播的三點改進建

議：其一，針對不同地區、國家對華的既有認知及其認知偏差，開展

差異化的國家形象傳播，以促進外部對於中國形象的真實、立體、全

面的感知。其二，保持文化邊界的開放性、靈活性和溝通性。在華外

籍人士對於中國故事中價值觀引導的沉默與抗拒顯示了不同文化圈層

的邊界所在，而要打破這一圈層，不在於對價值觀的單向灌輸進行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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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的故事包裝，而需要雙向的適應與開放，首先基於對方的理解進行

自我反思與革新，進而以開放的態度捕捉共情點與共識點。其三，發

揮好在外華籍人士作為跨文化群體的仲介作用，探索這一群體在不同

文化圈層間的適應機制，能夠為拓展文化間共性與互動提供有益借鑒。

在理論效度方面，質性研究中扎根理論的應用要求在原始材料的

基礎上發展理論，但受制於研究者自身的認知結構和思維慣性，作者

容易憑個人知識和已經熟知的其他理論對一手材料進行嵌套，造成研

究者聲音對受訪者聲音的遮蔽。在推廣效度方面，由於追蹤時間和資

料獲取等方面的限制，從事實描述到關係檢驗，再到最後理論建構的

過程中，可能出現內部不一致的問題。不同受訪者各自的特殊性與具

象性，與研究結論的概括和抽象以及結論的普適性之間的關係，使得

結論本身的解釋力和經驗共用範圍有待檢驗。此外，訪談者與被訪談

者在文化社會氛圍、語言環境等方面的成長差異也可能造成理解偏差

與互動不夠的研究局限。

作者在調研過程中發現，多數受訪者都會用「中國」一詞來代替他

們生活的某一地區，事實上對這一概念所包含全貌的認識並不清晰。

另外，由於「在華外籍人士」群體本身具有特殊性，其認識亦不能完全

等同於所有外國人對中國的看法，且本研究所選取的具有在華留學經

歷的外籍人士，也並非在華外籍人士整個群體。這提醒我們未來可以

依據受訪者群體特質的不同，進行更為精準的情景框定與受眾研究。

目前，對於中國故事國際傳播的理論探討在諸多跨學科領域內呈現爭

鳴之勢，其中不乏精彩與犀利的批判性認識，對相關傳播實踐的影響

探討卻乏善可陳。如何將現有的對中國故事的理論探討更好地應用於

傳播實踐，形成良好的反饋機制，是一個亟待討論與解決的重要問題。

註釋

1 「跳出一切成見的圈子」為郭沫若語，初用以論述西方普遍法則與中國經驗
的關係。參見郭沫若（1930/2004）。《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序》。河北：河
北教育出版社。

2 2017年，美國將薩德反導系統部署在韓國星州基地，引起近鄰中國的強
烈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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